
长期以来，我国师范教育存在着“封闭性”的特

质，由此导致协同育人能力欠缺、师范生视野较窄等

一系列问题［1-2］。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院校加入培

养师范生的队伍中，但培养主体之间尚未能实现充

分的“协同”［3］，师范教育体系的开放程度仍有待提

高。2022年 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了《新时代基

础教育强师计划》，该文件高度关注师范教育的协同

发展［4］，这为进一步打破封闭的桎梏、提升薄弱师范

院校的教育质量等提供了契机。那么，在“强师计

划”的指引下，探寻新时代我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的

有效路径便尤为关键，这关乎教师培养质量能否全

面提升，也是本研究的核心关切。

一、从封闭到开放：师范教育协同发展的“已为”

与“待为”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培养师范生的主体

局限于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且培养主体之间缺乏

沟通［5］，互惠协同的共生格局尚未形成，师范教育体

系呈现出封闭性的特征。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之后，

在义务教育普及率持续提高、公众对于教育质量的

期待日益提升等因素的影响下，封闭的师范教育体

系逐渐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打破固有边界”

成为师范教育体系的变革方向。随着《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教师培养的主

体范围持续扩大，逐步形成了“以师范院校为主体、

其他高等学校共同参与”的教师教育体系，迈出了走

向开放师范教育体系的关键一步［6］。

有研究显示，构建高校之间的资源融通融合模

式，将对教师培养质量产生正面影响，有利于充分交

流教师培养过程中的经验［7］。更有研究者主张扩大

培养主体的范围，认为大学与中小学联合培养师范

生将使得学习社群获益［8］。尽管如此，在很长的一段

时间内，分层的师范教育政策导致资源分布不均问

题的出现［9］，更多的资源向少数实力雄厚的院校倾

斜，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分化的局面。而在缺

乏外部诱因的情形下，顶尖院校与薄弱院校之间的

互动较为有限，而“有限的协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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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师范教育体系开放程度的加深［3］。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薄弱院校教师培养质量问

题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师范教育协同发展”成为

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其在近期的政策文件中被反

复提及。在 2022 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的《新时代

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中，明确指出要“建立部属师范

大学和地方师范院校师范人才培养协同机制”［4］。同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

的通知》和《关于公布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重点支

持院校名单及组团安排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将目标

定位于“为欠发达地区培养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

要求高水平师范大学以组团形式帮扶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薄弱师范院校。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采用的“组团模式”显然更

有利于加强师范教育各主体之间的联系，且以小组

的形式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对于明晰各方权责等有

着积极的意义，尽可能避免重复帮扶、帮扶缺位等情

况的出现。虽然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协同行动具有

突破性意义，但其并非一个完美的方案，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看似每个小组在各自内部开展

互联互通的合作，但在更大的范围内，所有的帮扶小

组仅仅是整个教师教育场域中的一部分，大量的潜

在帮助者、帮扶对象亟待被纳入进来，如其他师范院

校、综合性大学等；第二，由于各个小组中参与帮扶

的院校相对有限，未必能及时提供被帮扶者需要的

资源，因而现有的“组团模式”可能难以实现供需双

方的精准匹配，加之部分院校之间距离较远，对于帮

扶的效果形成了较大的冲击；第三，目前院校之间的

协同行动多是由政策因素驱动的，其未必符合帮扶

主体的自身利益，持续的“输出”或将影响帮扶者参

与协同提质计划的积极性，同时，被帮扶者也可能会

碍于“面子”拒绝深度参与相关活动。

总之，未来师范教育的协同发展不仅需要进一

步扩大帮扶主体、帮扶对象的范围，也应提升帮扶的

精准度和效率，还须关注协同发展的可持续性，改变

以高校个体或高校小群组为单位的孤立发展形态。

唯有如此，协同提质的效果方能够得到保障，师范教

育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全面的高质量发展。

二、师范教育协同发展的“理想样态”：两种理论

视角的比较与反思

（一）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

若提及师范教育协同提质的理论基础，出现频

率最高的即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由美国学者尤

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在其 1979 年

出版的《人类发展生态学》一书中正式提出。该著作

创造性地将生态学的系列知识引入行为研究领域，

提出了层次分明、涵盖面广的系统模型，为往后师范

教育研究者的理论应用提供了具体的框架依据。

展开来说，生态系统理论假设每个人的发展与

生态系统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态系统通过多种途径

影响人的认知与行为，而人的持续发展又可能反过

来改变生态格局［10］。在这一假设的“指引”下，布朗

芬布伦纳提出人的发展是处于周围的近端系统和远

端系统共同影响下的结果，他用“嵌套圈”（Nested 
Circles）来表征上述观点，即生态系统可被划分为微

观系统、中层系统、外部系统与宏观系统，四类系统

层层嵌套［11］。其中，微观系统（Micro-system）是与人

最为接近、具有深刻影响的系统，中层系统（Meso-
system）则是个体参与的两个或多个微观系统之间的

联系，有学者也将之理解为“微观系统的组合”［12］，外

部系统（Exo-system）指的是对微观系统产生影响、个

体未直接参与的系统，而处于最远端的宏观系统

（Macro-system）指涉的是个体成长所处的整体社会

环境［10，13］。

在该理论框架的启发之下，部分研究者描绘了

师范教育协同发展的“生态图景”。如有学者基于生

态系统理论重构协同发展路径，提出“卓越教师培养

绿色生态系统”这一构想。整个生态系统涵盖了多

个层级，不仅包括师范生活动的直接环境，也涉及地

域文化等社会环境，且多类系统、多种要素之间相互

影响［7］。类似地，该理论也被用于分析“师范生职业

观的建构”，其为阐释职业观形成过程中多个系统的

作用以及系统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恰切的理论框架，

揭示了微观系统、中层系统、外部系统以及宏观系统

对于师范生职业认知的影响［14］，这实际上是以生态

系统的眼光重新审视师范教育的协同之维。

（二）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点

除了生态系统理论之外，行动者网络理论也为

考量师范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引起了教

师教育领域研究者的关注。追本溯源，20世纪 80年

代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将原

本处于边缘区域的“物”拉回核心区域，创立了兼顾

“人”与“物”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近年来该理论被广

泛地运用于包括教育在内的众多领域中。

若要揭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核，“行动者”与

“转译”是无法绕过的两个核心概念。其中，这一理

论中的“行动者”囊括了“人”与“物”两者，基于此的

“行动者网络”具有异质性的特质。相应地，运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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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相关现象大致就是沿着“寻找行动者—追

踪行动者的关系（描述网络）”的逻辑展开。进一步

而言，行动者究竟是如何与他者相遇的？这里就涉

及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另一个关键概念，即“转译”。

它在阐明各个行动者利益的同时，也搭建了不同行

动者之间的利益“桥梁”［15］，由此构建起来的行动者

网络即可被视作为“充满利益协商的、有条件的动态

连接”［16］。

部分学者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反思师范教育协

同发展相关议题，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认识。雪莉·麦

克拉姆（Sherie McClam）等的研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

子，他们认为师范教育中蕴含着一个“行动者网络”，

该网络由高校教师、高校管理者等不同类型的主体

组成。各主体之间由“分数”作为利益“桥梁”，他们

对分数的重要性有着差别化的理解。借助利益协

商，多类主体共同助力师范生的发展［17］。

（三）观点交锋与应然建构

针对“何为理想的师范教育协同发展”这一命

题，以上两类理论分别给出了各自的答案，主要可以

从协同发展的主体、机制与影响因素三个层面来分

析：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两类理论均强调多主体对于

师范生发展的影响，师范教育各主体之间存在着联

系的可能，同时行动者网络理论还特别指出了主体

的异质性；从机制的角度分析，生态系统理论虽然没

有明确提出主体之间的联结方式，但行动者网络理

论关注到了机制层面，其以利益为中介、以利益协商

为抓手阐释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就影响因素而言，生

态系统理论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影响因素的分析框

架，即层层嵌套的多类系统，涵盖了微观层面与宏观

层面的多类影响因素，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却没有涉

及该方面。（见表1）
表 1　两类理论视角下师范教育协同发展的应然样态

主体
机制

影响因素

生态系统理论
多个可能关联的主体

未明确指出
层层嵌套的多类系统

行动者网络理论
多个可能关联的异质性主体

以利益为中介、以利益协商为抓手
未明确指出

在呈现生态系统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点

之余，本研究尝试以此为基础提出师范教育协同发

展的应然样态。其一，开展师范教育的是异质性多

主体，这些主体有着各自的优势，在师范教育中承担

着不同的使命。其二，师范教育主体之间的互动应

遵循“有限的开放”这一原则，协同发展机制应为符

合教育性前提的利益协商，长期无条件开放存在着

隐私泄露、帮扶院校利益受损等问题。其三，关注不

同层级影响因素对于师范教育协同发展的作用，为

协同提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概言之，理想的师

范教育协同发展与教育性目标、异质性主体、利益协

商方式、多层影响因素等要素密不可分。

三、拓展型数据生态的引入：促成“有效协同”的

创新设想

（一）协同发展的已有形态与数据联想

在“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之前，国内几乎未

有大规模开展类似活动的先例。尽管如此，已有部

分国家率先采用教师教育协同模式，如备受瞩目的

教师教育强国——美国与芬兰，各自拥有独特的协

同方案。在美国，教师教育被部分学者理解为一个

由不同类型主体共同构成的社会场域，这些主体之

间既存在着协作的机会，也可能隐含着竞争关系。

在这些主体中，既包括经常被提及的高校，也涵盖政

府相关部门和行业组织，甚至连教育期刊也被纳入

进来［18］。类似地，芬兰在 STEM教育领域也出现了协

同培养师资的情形，逐步形成了多类主体共同供给

的 STEM 教师教育体系。此处的“协同”包括校企协

同、大中小学协同等，这有利于培养出理论水平较

高、实践能力突出的 STEM师资［19］。对标理想协同特

质，可以发现尽管上述两个国家的教师教育协同模

式较好地实现了“主体异质性”这一点，但依旧存在

着利益协商方式不明、未顾及多层影响因素等不足，

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协同发展的效果。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促进多元主体的利益协

商，还是分析与调节多层次的影响因素，我们均可借

助技术这一要素来实现。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

展，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技术

逐渐从“认知边缘”迈向“认知中心”［20］。近年来，我

国稳步推进数字校园建设工作，数字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1］，“与数据共生”正成为师范教

育的新常态。在新的数据环境中，作为协同方式的

“数据分享”被证实有利于提升师范教育协同发展的

效果［22-23］。换句话说，若在师范教育领域引入数据技

术，既可为联结异质性主体搭建桥梁，也有利于增设

分享的前提条件、完善利益协商环节，还能够帮助捕

捉影响因素的动态，为实现师范教育协同发展理想

样态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有鉴于此，一类与数据

分享相关的构想渐渐浮现。

（二）“数据生态”的关键特质与显著优势

在“师范教育协同发展”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教

师教育场域中各异质性主体开展捕捉数据、有条件

分享数据、分析数据等一系列行为，多类型、多时段

的师范教育相关数据贯穿其中，共同组成了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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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生态。进一步而言，师范教育数据生态具有

三个关键特征：首先是教育性，生态内部的数据分享

行为应以促进师范教育协同发展为旨归，而非仅仅

指向某些个体的利益，尽可能地避免诸如未经允许

买卖相关数据、刻意编造数据以求交换其他数据等

现象的发生；其次是异质性，数据生态中不仅涉及高

校的数据，还包括其他多类主体的数据，且各类主体

数据中又包含多个子主体的数据，例如高校数据包

括诸多薄弱院校与顶尖院校的数据；最后是条件性，

数据的分享并不意味着彻底的数据共享，分享行为

不单应遵循“维护隐私”这一前提，还须符合分享者

与被分享者的利益与期望。

由此可见，相较于国内的“组团模式”，师范教育

数据生态显然突破了小组预设的桎梏，扩大了主体

的范围。同时，借助捕捉数据、共享数据、分析数据

等一系列过程实现分享内容的精准匹配，促进各主

体间的高效互动。不仅如此，原先小组中的身份差

异在数据生态中被淡化，每个主体既有可能是帮扶

者，也有可能成为被帮扶者。主体间的关系从“单向

的付出”转变为“双向的互惠”，这也促使数据生态中

分享行为的持续发生。除此之外，与国外协同发展

已有形态相比，数据生态中不同主体通过利益协商

进行有条件地分享，且数据的出现使得关注多重影

响因素成为可能，这无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协同发

展的效果。

（三）“新师范”的驱动：趋向拓展的数据生态

近些年来，国内多所高校纷纷启动“新师范建

设”，标志着我国的师范教育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

段。在提升教育质量的时代背景下，教师亦需具备

更高的专业素质，尤其是工作中的主动性与创造

性［24］。在 2022 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新时

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中，亦明确提出“造就新时代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教师队伍”这一目标［4］。

无论是培养教师的主动性，还是培育创新能力，实际

均暗含着一类拓展的倾向，即充分发挥师范生的主

体性、推动其突破已有的边界。

面对师范教育的时代转向，数据生态也应做出

适当的调整，积极主动地面向师范教育的拓展倾向。

在时代浪潮的影响下，强调学习者主动探究的“拓展

性学习”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5］，其是由芬兰赫尔辛

基大学教授里尔·恩格斯托姆（Yrjö Engeström）于 20
世纪 8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视域下的学习过程涵盖

质疑、历史和现实分析、框定和检验新方案、实施新

方案、反思全过程、固化新实践等环节［26］，这显示出

摆脱学习预设、提升认知水平的倾向［27］。鉴于此，师

范教育数据生态的拓展不仅指的是协同发展中数据

规模的持续扩展，也涉及过程性数据的不断调整与

细化，有利于深刻认识不同情境、不同时段中的师范

教育协同发展情况，还关乎各组织内部个体的认知

发展，以数据助推个体突破固有边界。换言之，唯有

持续突破边界、增量提质，数据生态才能真正地赋能

师范教育协同发展、适应新时代师范教育的新需求。

四、数据赋能何以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具体

方案

（一）基于动态匹配、条件性互惠扩展数据网络

“动态匹配”“异质性主体”“条件性互惠”等可谓

是拓展型数据生态的应有之义，在这些要素的影响

之下，师范教育数据网络或将呈现出满足多方需求、

持续拓展的态势。

具体来说，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关键方面。一

是以数据为基础灵活连接供需两端，并基于既往的

供需状况进行预测、调整规划。由于数据生态中涉

及众多主体，不同主体在师范教育领域或存在着各

自的需求，而其也可为他主体提供研究资源、课程资

源等，因而生态内部存在着供需对接的可能性。二

是挖掘师范教育生态中多类主体的数据，并将数据

分析结果应用于多类对象。既有的师范教育协同发

展方案忽视了强校的需求与薄弱院校的自身优势，

互联互通的数据生态恰为拓展数据提供方、数据接

受方的范围提供了技术契机。三是设置以数据积

分、公开级别等为限制性条件的数据分享机制，以条

件性互惠推动数据生态的长久运行。为确保处于生

态中的不同主体的利益，数据分享并非无限制的，而

应设置必要的数据提取条件。比较典型的条件有数

据积分和公开级别，前者是互惠过程中的重要中介，

为不同主体搭建了可靠的利益“桥梁”，后者则更倾

向于保障数据提供方的利益。上述具体条件的设置

能够激发主体的数据分享动机，进而维持拓展型数

据生态的良性运转［28］。

（二）依据协作追踪数据促进认知的持续拓展

如前所述，在“新师范”的航标指引下，师范生应

具备一种拓展的意识与能力。因而，促进师范生开

展拓展性学习就显得尤为关键，这应通过多主体共

同协作、捕捉与使用多维度的师范生学习数据来

实现。

按照拓展性学习理论的观点，学习过程包括质

疑、历史和现实分析、框定和检验新方案、实施新方

案、反思全过程、固化新实践等多个环节［26］。通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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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来自不同时间段、不同主体视角的数据，可以综合

分析师范生的学习“轨迹”。若发现师范生陷入“非

拓展”的学习模式，师范教育主体可通过呈现学习状

态数据的方式提醒师范生，引导师范生基于拓展性

学习不断更新对关键问题的认识。

除了促进师范生个体认知的持续拓展，我们亦

应不断拓展对师范教育协同的认知，以保障长时段

内师范教育协同发展的有效性。一方面，上述所捕

捉的师范生学习数据可作为各师范教育主体后续调

整教育方式、协同方式的重要依据，以师范生的拓展

性学习为基点反思固有协同方案的弊端。另一方

面，师范教育协同的具体过程也可被详细地记录，各

方依据彼此撰写的过程性记录定期反思协同中存在

的不足，并据此设计多种调整方案，并在多个情境中

进行共同实施与协同检验。

（三）基于协同提质的实时数据不断更新保障

体系

尽管保障体系并非师范教育协同发展中的核心

要素，但它对协同质量的提升具有关键的支撑作用，

在参考协同提质实时数据的基础上，可以考虑适度

更新师范教育协同发展的保障体系。

在美国学者凯文·C·巴斯蒂安（Kevin C. Bastian）
等撰写的研究报告《数据共享促进教师准备计划的

改进》中，提出了“数据共享式”职前教师教育项目中

不可忽视的配套要素，其中就包括数据管理系统、相

关人员、绩效指标等［22］。沿着报告中的这一判断，完

善以数据系统、人力、制度等为关键要素的配套保障

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协同发展实时数据在其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9］。展开来讲，可能存在着以下

几类主要情况：已有的数据管理系统或出现功能模

块缺失的情况，如数据供求匹配模块、数据公开等级

设置模块、争议数据处理模块、相关数据链接模块

等，应通过协同提质数据反馈及时增加相应的功能

模块；师范教育数据生态的出现对于人力资源管理

提出了新要求，根据协同发展相关数据所显示出的

最新进展，适时地寻找、补充相关工作人员，尤其是

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数据库运行管理员、数据安

全工程技术人员等；原本的师范教育相关制度在设

计时，或未能充分地将“协同发展”这一新变化考虑

进来，伴随着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过程中一系列新变

化的产生，反映这些变化的数据可传达至制度设计

者，从而实现相应制度的不断完善。

（李阳杰，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副教

授、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院研究人员，

浙江杭州　3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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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from a “Digital Island” to an Expanding “Data Ecosyste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LI Yangji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Collaborative teac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weak institutions. Some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ideal model of collaborative teac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found that heterogeneous subjects 
and negotiation of interests are essential. In contrast, the recently adopted “group model” points to the homogeneity 
of subjects and the unidirectional nature of benefit export, which are distant from the desirable state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may limit the scope of helping subjects and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helpers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order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subjects and promote 
efficient interaction among them with the “expanded data ecology”, which can adapt to the higher requirements of 

“new normal construction” for teachers’ literacy.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new vision of “expanded data ecology”, 
the data network can be expanded based on dynamic matching and conditional reciprocity; the cognition can be 
continuously expanded based on collaborative tracking data; the guarantee system is constantly updated based on 
the real-time data of collaborative quality improvement.

Key words: teacher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quality improvement; innovation path; data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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